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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沦陷区内的大学教育
———以董毅日记所载辅仁大学为例

丁 芮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 北平沦陷后，高等教育受到严重破坏，辅仁大学因其德国教会背景得以保持相对独立。通

过辅仁大学学生董毅的日记可以看出，在沦陷时期，辅仁大学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坚持开设传统文化课

程，重视语文、历史及体育团体活动，而对不得不开设的日文课程，师生多采取应付态度以消极对抗。辅

仁大学在北平沦陷时期的独立色彩，成为青年学生躲避“汉奸教育”寻求民族文化根脉的文化家园，凝聚

着师生们的爱国情怀及对日本侵略者的隐性抵抗，而辅仁大学也通过坚持办学自主性，为战后储备人才做

出了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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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the Enemy Occupied Area During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Dong Yi’ s Diary in 1939

DING Ｒui
(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all of Beiping in 1937，higher education was seriously damaged，Fu － Ｒen Catholic University remained rel-

atively independent becaus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urch． Through a diary of an ordinary student，We can see that Fu － Ｒen Cath-

olic University resisted enslavement education，adhered to the cre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urses，attached importance to Chinese

Education and history education，and carried out various sports activities to strengthen the students’health． For Japanese，teachers

and students took measures to cope with． The independence of Fu Jen University in the occupied period of Peking became a cultural

home for young students under the rule of Japanese puppet regime，and embodied the feeling of patriotism and the recessive resista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aggressors as well as the humiliat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subjugated slaves”． Fu － Ｒen Catholic Univer-

sity adhered to the Wartime Education in the occupied zone，and had made its own efforts for the reser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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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毅，1938 年 9 月考取辅仁大学国文系。1939 年正值其在辅仁一年级下学期和二年级上学期。本文所用为人民出版社 2009

年正式出版的 1939 年全年日记，名为《北平日记》。

北平沦陷后，原有高校大量南迁或停办。整

个沦陷时期，一直坚持原有办学的高校为数不

多［1］，其中，辅仁大学作为沦陷前北平 “五大

学”之一，坚持传统的办学特色，抵制日伪的

奴化政策，被誉为 “抗日大本营”［2］( p． 164)。学界

对于沦陷时期的辅仁大学已有相关研究，这些研

究多聚焦于校长陈垣及国民党政权对辅仁大学的

组织等问题，而对辅仁学生在校的真实学习状态

少有关注。本文以 1938 年 9 月考入辅仁大学国

文系的董毅的日记①为主体史料，从一个普通学

生的角度观察辅仁大学在沦陷时期的办学特色，

以及沦陷区青年学生对抗战的感受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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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守在沦陷区进行战时教育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大学

教育受到严重破坏，清华等多所高校陆续南迁，

最初几年， “硕果仅存，赖以支撑这半壁江山

的，只有燕京、辅仁两私立大学。这两所学校，

因是教会所立，由外人为靠山，所以尚能苟延残

喘”［3］( p． 27)。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在 “惊涛巨浪

中，屹然未动”，一同被视为 “鲁殿灵光”［4］。
1942 年“珍珠港事件”之前，“燕大、辅大还保

持着半独立”［5］( p． 11)。“珍珠港事件”之后，燕

京大学也最终被迫关闭［6］( p． 58) ，仅剩辅仁大学与

其他日伪直接进驻的大学有所不同［7］( p． 240) ，故

在一般民众眼中，当时的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

“站在教育界的先锋”［8］。
沦陷时期，青年学生报考高校会有所比较和

考量，如有人所言: “处在日寇占领时期，京津

地区比较有名的大学是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辅

仁大学。北大虽是老字号，但是日伪直接管理的

学校，不甘心报考。燕京大学是英、美系统的大

学，已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随时将面临被封闭

接收的噩运。只有辅仁大学，虽校龄很短，但因

是德国教会主政，而德国是轴心国之一，日寇因

同盟关系，不得不在形式上宽松些。许多著名老

师也多齐集辅仁，因此成为大多数青年学子报考

的焦点”［9］( p． 264)。所以，在整个沦陷时期，辅仁

大学不仅 “仍照常开办”［10］( p． 697) ，其规模还得

到进一步扩大。
北平沦陷后， “辅仁在应付上，虽较困难，

差幸尚能上课”［11］。师生们深切地感受到学校

所处的困难境遇，但 “上 下 一 心，中 外 一 致，

每次应付困难事件，总抱不屈不挠的态度……
英、美、德使馆方面，也能随时赞助”，以至在

整个 沦 陷 时 期 辅 仁 大 学 能 坚 持 原 有 教 学 风

格［10］( p． 697)。辅仁大学借助教会的力量应对日伪

政府管控的同时，一直和国民政府保持联系，接

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秘密指令，保持开放状态，

基本延续原有注重民族文化的教学设置，培养了

青年的爱国精神。辅仁大学还建议与京津地区其

他国际教育组织协力合作，以如下三条原则为指

导: “( 一) 独立管理 ( 二) 学术自由 ( 三) 不

悬伪旗帜; 以示正义不屈。”［12］( p． 7)

正因辅仁大学在抗战时期坚持原有的办学特

色，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教

育部把辅仁大学与后方大学一同对待，无条件地

承认战争结束时辅仁大学的学历证书。而沦陷时

期日伪控制的其他高校的毕业生，则必须参加补

习 和 考 试 才 能 得 到 国 民 政 府 的 学 历 认

可［13］( pp． 209 － 213)。这是国民政府对辅仁大学在沦

陷时期坚持原有教学方针的认可，同时也是国民

政府战时教育政策的落实。战争开始时，对于教

育是要服务于战争，是应该保持正常的教育体

系，社会上存在很多争论。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

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虽然教育不

可以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但教育的着眼点不仅

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不应把所有的青年都

无条件地从课堂、实验室、研究室赶到战场上

去［14］( pp． 128 － 129)。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鼓励青

年学生在战争时期坚持完成教育。

二、坚持开设传统文化课程

占领北平后，日本 “为使中国人民彻底认

识‘东亚新秩序’理念”，非常重视各种教育，

控制了北平原有学校，开设了各种师资训练学校

和“职业学校”，强迫中国子弟入学。就大学教

育方面，日本开展所谓事业本位的教育，设立了

伪“北京工商学校”，以及伪“北京大学”医学

院、农学院、工学院、理学院、文学院等。日伪

政府除从日本方面聘请教授，设立日本文学、日

本美术、日本精神讲座等科外，还组织了 “临

时政府教科书编审科”，将各校课本一律改成奴

化色彩浓厚的所谓 “汉奸”教科书［15］( p． 24)。沦

陷时期，很多过去的国立大学，都由日伪组织直

接控制，校门前竖起日本国旗，派入大批日籍教

师和教官，有的学校师生每天进校门时，要向日

本国旗、日本军官行礼。学校强迫学生读日文，

有的学校必须用日文课本，或不准读中国历史，

有的大学则用从东北运来的伪 “满洲国”编写

的历史教材，进行奴化教育。
日本在华北的教育政策不似东北那样强化，

重在控制而不是发展，因此，“也不是无漏洞可

钻”［13］( pp． 174 － 175)。辅仁大学虽然从外部也不能摆

脱日伪统治的管理，如当时日伪政权各种管理机

构不下十几个①，但由于德国人及教会方面与日

伪政府周旋，经过往复协商，校内教学体系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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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沦陷的 8 年里，日伪政权各机关，如日伪宪兵队、
伪教育总署、日军宣传部、北京内城定抚班、新民会中央指导

部总务部调咨利、北京特别市警察总署、北京市警察局特务科、
兴亚院华北连络部政务局、开发株式会计调查局、北京警察内

五分局特务股、北京市新闻杂志组织等对辅仁大学进行管理。
( 《附录·辅仁大学简史 ( 1925 年—1952 年) 》，北京师范大学

校史编写组编: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第 245 页。)



持了一定的自主性，如文理各科课程仍用原有教

材，不用日文课本，不悬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

为必修课程［7］( pp． 239 － 240)。
与日伪直接控制的大学不同，辅仁大学在整

个沦陷时期的课程设置仍基本保持原有体系，坚

持用中国课本。如学生在第一学年一般性的必修

课较多，专业性课程较少。学校特别要求，无论

何院、何系，在第一学年必修 “国文”及 “英

语”等语文课，而“国文”每两周有一次作文，

并选优者于 “以文会友”玻璃橱窗公开展示。
“于此不难想象校方强化语文教育，以乃重视民

族文化，辛勤耕耘的一番苦心”［16］( p． 270)。董毅第

一学年，每周四也选了必修课国文［17］( p． 37)。
辅仁大学国文课的目的是强化语文教育。董

毅所上国文课内容有二: 一是讲授、背诵汉文经

典。如董毅在国文课上听授了 《洪亮吉与崔瘦

生书》《让太常博士书》，背诵了 《后汉书·吴

裕传》等［17］( p． 12)。二是训练学生的汉文写作能

力，如写作《论文字之功用》 《读书小记 ( 别

记) 》《春日纪游》等题目的文章。有时教师也

会给学生讲“普通错汉字”［17］( p． 99)。国文考试所

出题目也以此为宗旨，如标点几段 《后汉书》、
写作《一年来对国文作文之兴趣》为题的文章

等［17］( p． 106)。对于国文系学生来说，这些是最基

本的训练。董毅显然比较喜欢国文，认为自己这

个科目学得不错，在考国文的时候自认 “不甚

难，答的还满意”［17］( p． 21)。
辅仁大学加强汉语教育，以此来重视传统民

族文化，国文作为必修课只是其中一个措施。其

他科目辅仁大学也基本保持了沦陷前的课程设

置，董毅 1939 年所选课程便可证明这一点。董

毅在日记中记载了他选的课程，1939 年上半年

( 即一年级第二学期) ，除了体育、英语、国文

等必修课，专业课程有目录学、声韵学、中国文

学史、逻辑学、文字学、中国现代文学，只有日

语课是为了应付时局而开设的新课。1939 年下

半年 ( 即第二学年第一学期) ，除了英语外，其

余均为专业相关课程，包括唐宋诗、词及词史、
文字学名著、经学通论、各体散文习作、伦理

学、中国小说史、新文艺习作。这些专业课程都

是延续沦陷前国文系的课程设置，教师也多是沦

陷之前即在国文系授课，如目录学余嘉锡、声韵

学及文字学名著沈兼士、逻辑学英千里、文字学

陆宗达①、唐宋诗储皖峰、词及词史孙人和、伦

理学伏开鹏、中国小说史孙楷第等。
从教师配置与课程设置来看，辅仁大学具有

很高的稳定性和继承性，特别是国文系，依然侧

重语文教育，重视民族传统文化，这在很大程度

上抵制了日伪的文化殖民、文化侵略，延续了中

华民族的文脉与内在精神。如储皖峰开设的唐宋

诗课程，训练学生作诗填词。1939 年 10 月的一

次课，储先生出的两道题目，一是 《重九登白

塔》，一是《晚秋新雨》［17］( p． 219)。董毅交上了自

己所做的诗，一周后，储先生发回修改后的诗。
1939 年 11 月的一次课，储先生又出了两个题

目，让学生写《雾松》和《司马池》。董毅自称

“向来不会作诗”［17］( p． 219) ，但经过学习，能够按

时完成这些诗词作业。
日伪政府为进行奴化教育，很多有关中日关

系及现代中国的书籍都被查禁，但对中国历史书

籍的查禁不太严格，对大学内中国历史的课程监

控也不甚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就在校内开设了

历史课程。1939 年下半年，作为国文系学生的

董毅选修了陈垣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
陈垣对学生要求严格，在课堂上讲授 《史记》
《汉书》等经典史书，并留了许多课后作业。如

1939 年 10 月初，陈垣让学生整理三国以前现存

书目录。董毅为了完成作业，到学校图书馆查阅

了《四库总目提要》，还到国立北平图书馆查阅

了一些参考书［17］( p． 197) ，花费了很多工夫，一个

多星期后的 10 月 16 日课上交了作业［17］( p． 205)。
之后，陈垣又给学生们陆续留了两个题目，整理

“史汉异同目录”与《玉函山房辑佚书》引用书

目。董毅和大多数普通学生一样，从心里认可校

长的讲授，认为 “很有条理也明白”［17］( p． 205) ，

认真地去完成作业。以整理 《玉函山房辑佚书》
引用书目为例，董毅共 “抄了共有五百六七十

种之多”［17］( p． 242)。陈垣对学生的作业认真批改。
董毅对历史的学习是主动的，并不是羡于校长的

名望，因此，听课“两小时精神专一”［17］( p． 268)。
课余时间，董毅也会去图书馆看历史书籍，旁听

感兴趣的历史课程［17］( p． 190)。
从董毅的日记还可看出，国文系各科的考试

也多为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和 历 史 方 面 的 题 目。如

1939 年 11 月的季中考试，词及词史的考试题目

是作一首词《浣溪沙》或者“温韦李三人合论”
［17］( p． 254) ; 文字学名著的题目是 “试述读段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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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毅日记仅提及文字学教师为陆先生，并未记载教师

全名，据《私立辅仁大学教职员一览表》，档案号: J004 － 001
－ 01887，1942 － 01 － 01 － 1944 － 12 － 31 记载，可推知为陆宗

达，而下文中国小说史孙先生与《史记》研究的讲授者亦据此

档案推知为孙揩第、高步瀛。



文之方法”［17］( p． 256) ;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题目是

“后汉书之叙事法与史汉有大不相同之点，试详

述之”［17］( p． 257) ; 经学通论考试题目是“‘经学展

史’开辟时代书后”［17］( p． 259)。即便是与时代联

系比较紧密的新文艺习作也考的是诸如 “如何

写一个剧本”“舞台艺术的重要” “评父归”等

题目［17］( p． 255) ，与日伪政府所进行奴化宣传的内

容毫无联系。
从以上课程设置和董毅所学内容可以佐证，

辅仁学生 “对于北京市政府提出的意识形态或

有关日本和德国研究的题目毫无兴趣”［13］( p． 210) ，

而是仍专注于学习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从这个

意义上讲，辅仁开设的科目培养了青年的爱国精

神，延续了民族教育。

三、辅仁师生对时局的应对

国文系教师多是沦陷前就已经在辅仁大学任

教，如前述余嘉锡、沈兼士、储皖峰等，他们在

相关研究领域内皆颇有声望。其中，沈兼士是著

名的语言学家，亦是潜伏在北平的国民党党务人

员。北平沦陷后，受教育部委托维护辅仁大学校

务，并和辅仁大学秘书英千里、教育学院院长张

怀等秘密组织 “炎社”，取顾炎武的 “炎”字，

以示抗日①。沈兼士还受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朱家骅的委托，组织北平文教协会，以抵抗日伪

文化殖民［18］。教师中除了沈兼士和英千里二人

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其他人大都在党派之外。
但身为中国知识精英，处于日伪统治之下，民族

感情受挫及心态压抑是普遍存在的，他们虽能正

常上课，领得一份薪水以养活家口，但授课时往

往表现出消极、愤懑的情绪，甚至敷衍应付的态

度。作为学生的董毅，在上课时对此有真切的感

受。
董毅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英语课由宋致和讲

授。1939 年春季学期 3 月 6 日开学，但只讲了

三个月，6 月 10 以后便连续三次课告假，直到

会考［17］( pp． 101 － 105)。沈兼士在给学生上声韵学和

文字学名著时，也常发牢骚，讲些与课程无关的

话，有时也不去上课［17］( p． 217)。或许是忙于秘密

抗日工作，或许是发泄心中悲愤，在作为学生的

董毅看来，沈兼士 “劲头还不小，脾气也不好，

时常要骂一顿人才舒服似的”［17］( p． 193)。其他课

程如中国现代文学、国文、经学通论、小说史、
唐宋诗、伦理学等的教师，在董毅看来，在上课

时也时有偷工减料等现 象［17］( p． 38)。从 表 面 看，

这是教师对教学的应付，但实则是在沦陷的大环

境下教师们的消极抵制态度。
在沦陷的北平，由于各种原因难以离去的教

师，面临着远比年轻学生沉重得多的精神和生活

压力。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继续留在大学任

教，虽然辅仁大学与其他日伪直接控制的学校有

所区别，但教师们仍感受着当 “亡国奴”的屈

辱，授课时难以保持如战前的教学热情与责任

感，这是年纪尚轻的董毅所不能完全理解的。
沦陷时期，辅仁大学依然遵守战前南京政府

设定的教学日历和国立节假日。辅仁大学有宗教

背景，天主教会的相关节日，如教皇即位日、耶

稣升天瞻礼、公教瞻礼、圣诞日等皆放假。日伪

政权规定的纪念日，如 9 月 22 日 “临时政府”
成立纪念日、“政府”成立周年纪念日等，也命

令各学校放假［17］( p． 278) ，但辅仁大学对其名称做

了一定变通，尽量减少日伪色彩。如 “政府”
成立周年纪念日，辅仁大学不得不与全市大中小

学一同放假，但 “却美其名曰 ‘停课一日’”，

董 毅 理 解 校 方 的 用 心， 称 赞 此 举 “妙

哉!”［17］( p． 78) 日军打了胜仗，往往令各学校举行

集会庆祝，辅仁大学则坚持 “不参加 ‘祝捷’
集会”等活动。［19］同时，辅仁大学还继续遵行南

京政府战前设定的假日，如上半年放春假，元旦

放三天假，以及双十节放国庆假等。辅仁大学这

样的节假安排，对学生保持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

具有一定作用。
辅仁大学从创校起，就非常重视开展各种体

育活动，以锻炼学生身体素质。在沦陷时期，开

展体育活动，隐含着为国家培养强健青年、增强

民族力量的爱国意味，陈垣等校领导更予重视和

支持。体育课主要教授健康操 ( 相当于现在的

广播操) 、各种球类和田径的基本技能，不及格

者不得毕业［20］( p． 191)。董毅在一年级第一学期，

每周上两次体育课［17］( pp． 6 － 38) ，第二学期，每周

又增加了两次课外运动，分别在周一、周五的早

上 7—8 点，全体一年级学生集中做一个小时的

“辅仁十一”团体运动。体育及团体运动的强

化，有益于提高青年学生的身体素质与团体合作

精神，这在国难时代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日伪政府的压力下，辅仁大学为了生存不

得不开设了日文课。担任董毅日文课的教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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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葛信宜: 《沈兼士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 《中国现

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 5 辑，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版，第 112 页; 孙金铭: 《华北文教协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文员会编: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5 页。



日本人，授课多应付， “讲得很少”［17］( p． 95) ，有

时“胡聊有半小时”就下课了［17］( p． 38)。这位教

师虽然教授日文，但显然有民族意识，关心时

局。1939 年过完年，3 月 9 日第一次上日文课，

这位教师没有讲日文课本，而是讲述了去上海的

所见所闻。在日伪言论管制下，董毅记日记有所

避忌，他在日记中并未写明教师所讲的具体内

容，但他说学生们听得 “着实过瘾”［17］( p． 37)。可

以推测，能引起青年学生如此兴致，应该是大家

关心的时局新闻。
董毅入学时，一年级已开设了日文课，学生

们对日文课的反映是: “谁念日文就是准备做汉

奸”［21］( p． 207)。但又不得不上，学生们只得消极

应付，“简直是应卯”［17］( p． 48)。董毅说日文是其

“不高兴的功课”［17］( p． 61) ，平时 “一点也没念”
［17］( p． 93) ，考前临时学几句，“马马虎虎”［17］( p． 21) ，

应付考试而已。像董毅一般的青年学生，在遭受

日本侵略和奴役之下，普遍怀有仇日爱国之心，

对于日本占领者强制推行的日文教学，自然视之

为“汉奸”课程而抱有抵制态度。
据辅仁大学学生回忆，当时身处日本殖民统

治下的学生们，“每天所见所闻所受的都不是一

个青年人所能忍受的”，“‘走’的意念时时刻刻

都酝酿在心头”［21］( p． 205)。董毅的许多亲友同学

去了南方，与董毅保持着通讯联系。董毅在心中

“羡慕他们，钦佩他们的勇敢，而自惭自己不能

去南方”，担心他们笑自己懦弱、无能、没有魄

力、不爱国，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焦虑，他在日记

中记到: “个人有个人的环境，环境及一切允

许，你自然可以毫无所留恋的远走高飞，但是我

是不同的，家庭第一样经济是不允许我走，第二

样尤其是重要的，母亲没有人照顾，弟妹们都很

小，父亲既老且病，所以我为了父亲的病即便暂

时也得留在家中，至少我觉得我在家中比不在家

中好些，可是什么事都不能太圆满，至于别的不

合适，只有顾不到了，所以我不去南方有我自己

的 一 番 道 理 和 苦 衷， 或 可 以 说 是 理 由

吧!”［17］( pp． 39 － 40) 留在辅仁的学生有不少与董毅情

况类似①。
虽然辅仁大学受到日本人干涉较少，但在整

个北平都沦陷的情况下，师生们同样感受到当

“亡国奴”的屈辱，不甘心受敌伪统治，愿意离

开北平到非敌占区生活学习。从沦陷开始，辅仁

大学学生便纷纷南下到国统区。如 1939 年 8 月，

辅 仁 大 学 的 训 导 主 任 伏 开 鹏 护 送 学 生 南

下［22］( p． 377)。1940 年 1—2 月间，北平市公安局

查知辅仁大学的 20 余名学生准备联合赴重庆、
昆明 等 地 投 考 西 南 大 学 及 航 空 军 校［23］( p． 241)。
1940 年 3 月，北平市公安局又侦查得知辅仁大

学 3 名 学 生 准 备 前 往 昆 明 投 考 西 南 联 合 大 学

等［24］( p． 243)。在沦陷时期，平津大、中学校的青

年学生普遍向往南方，有条件的纷纷南下，南方

非敌占区寄托着沦陷区青年学生的民族感情与爱

国情怀。

四、结语

北平沦陷后，辅仁大学由于德国 “圣言会”
的背景［7］( p． 234) ，日伪当局顾及其与德国及梵蒂

冈教廷的关系，较少干预辅仁大学事务，辅仁大

学在坚持“既不生事，也不怕事”的原则下得

以保持相对独立的教学［10］( p． 697) ，排斥奴化教育。
当时在辅仁读书的学生也认为: “历史系、国文

系，外国人根本没介入。所以在这个小环境里，

师生们直接的感受就是，这里还是中国人自己的

环境。”［25］( p． 44) 在此读书的董毅在日记中关于学

校生活的记述，具体地印证了这一情况。
抗战时期，沦陷区学生虽然身处 “地不利，

天不时”的境况，但能够从内心保持清醒，不

能“进而为国牺牲”便“退而求时代新知”，以

便继续“发扬中国道统，启迪国家民族思想”，

选择了能够在 “沦陷区唯一秉承中华法统，培

育民族英才的大学堂”———辅仁大学。［26］( P． 229)

辅仁大学也由于特殊的小环境，保证了学生最终

完成学业，但师生们 “精神、物质仍遭受莫大

威胁和迫害，深感没有国家维护的庶民真似丧家

之犬，生 命 财 产 毫 无 保 障”［27］( p． 287)，“痛 苦 不

堪”［28］( p． 213)。
日本投降后，校长陈垣在 1945 年 9 月 3 日

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提到: “民国廿六年 ( 1937
年) 以来，我们学校已有八年不行开学典礼，

因我们处在沦陷区域，国旗拿不出来，国歌亦唱

不响亮，甚至连说话都要受限制，为了避免一切

不必要的麻烦，以往的八年是由不动声色的黑暗

世界中度过来的”［2］( p． 164)。虽然历经种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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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 1937 年考入辅仁的方兆骥和陈镇也是这种情况。方

兆骥的父亲和姐姐先后“潜赴后方”，他自己则留守北平照顾母

亲和六个弟妹 ( 方兆骥: 《海角天涯忆辅仁》，《学府纪闻 私立

辅仁大学》，第 229 页) 。陈镇也回忆: “( 七七事变后) 局势坏

的不可收拾，一大家人‘走’，谈何容易? 不走，怎么待得下

去? 拖拖拉拉的终于没走成，只好当‘顺民’。但书又不能不

念。许多学校都关门，也有的搬走了。只有一些与教会有关系

的能苟延一时。” ( 陈镇: 《北平辅大生活回忆》，《学府纪闻 私

立辅仁大学》，第 205 页。)



和迫害，但辅仁大学克服困难，坚持在沦陷时期

办学，以 “不屈不挠精神努力奋斗”，完成了

“建国储才之使命”①。
董毅的情况并不特殊，和他处于同样境遇的

朋友、同学有许多，观念和思想有许多共通之

处。在沦陷时期，对如董毅一样的众多于青年学

生来说，选择到日伪干涉较少的辅仁大学等学校

读书，表现了自己对战争的抵抗和爱国情怀。辅

仁大学则通过在沦陷时期坚持传统办学，不仅成

为青年学生躲避 “汉奸教育”的文化家园，也

为战后储备人才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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